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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兩名美國學者調查，外國社會科學家近十年來在中國實地研究

時，有一成比率曾遭警方或國家安全部門施壓，「被請喝茶」，即遭傳

訊或盤問，甚至警告。此外，大約四分之一從事檔案研究的人被拒絕

獲取相關文件，5%的人難以獲得簽證。 

這份於 2018 年 9 月 1 日在美國政治學會（American Political 

Science Association）波士頓年會上發表的報告，是第一份針對外國學

者在中國從事研究時受到壓制所做的研究。密蘇里大學（University of 

Missouri）政治學助理教授 Sheena Greitens 和普林斯頓（Princeton 

University）政治學暨國際事務助理教授 Rory Truex，向 1,967名不同

國家和地區的中國研究專家發出問卷，回收 562份，受訪學者專長包

括人類學、經濟學、歷史學、政治學和社會學等領域。據調查顯示，

53%研究人員認為他們的研究有些敏感性，有 14%認為非常敏感，有

高達 68％的學者坦承，自我審查（self-censorship）已成為中國研究

領域的普遍現象問題。 

報告作者 Greitens和 Truex表示，該調查針對研究中國的學者遭

遇中共打壓之頻率首次提供了系統性數據，並指出這類箝制經歷是罕

見但真實的現象，構成在華從事研究工作的障礙。 

該研究結果出爐，正值中國對西方學術界的影響受到日益關注之

時。去年秋天，學術出版商對中國期刊內容進行審查的報導引起廣泛

關注；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，位於美國各地大專校院的中國語言

和文化教育中心，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審視。 

Greitens和 Truex將他們記錄的箝制經驗分為三大類。 

第一類是入境中國的限制。Greitens 和 Truex 發現，中國政府確

實限制簽發被認為可能存在問題的工作簽證。雖然有一些學者報告長

期被中國列入黑名單，但研究人員發現最常見的限制形式是臨時簽證，

而非斷然拒絕或長期黑名單。Greitens 和 Truex 指出，雖然入境限制

的困難程度無法確定與學者的研究有關，但學者們大多相信如此，或

當收到非正式的暗示時也是與其相關。 

第二類是獲取研究材料或主題的限制。獲取研究資料檔案的限制

相當普遍，所有進行檔案研究報告的學者中有 26％面臨限制，41%



 

 

依賴資料檔案的歷史學家也是如此。拒絕獲取特定資料的原因通常基

於這些資料的主題，但 Greitens和 Truex指出，檔案工作者很少將敏

感性作為拒絕的理由，而是以資料數位化或其他內部流程等理由拒

絕。 

調查結果還表明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獲取檔案資料的方式也發生

了變化，外國研究人員不再能夠獲得以前可獲得的資料。 

在研究中使用訪談或參與者觀察的研究人員中，約有 17％的人

表示他們的訪談對象會因可疑或無法解釋的原因退出，這種經驗在政

治科學和人類學中最為普遍。 

監控及恐嚇被列為第三類的箝制經驗。在過去 10年中，9％的受

訪者表示他們接受過中國當局的採訪（「被請喝茶」），Greitens和 Truex

表示，這些受訪者的經歷中有一些共同的模式。一位學者在研究過程

中引起了人們的注意－如參加抗議活動，要求檔案權限，發表演講等。

當地政府代表便會採取行動，如收集研究人員的個人資料，並設法結

束或建立研究活動的界線。 

此外，約 2％的受訪者曾有電腦和資料被沒收的經驗，2.5％表示

曾遭警方短暫拘留或恫嚇，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這類高敏感地區。

Greitens 和 Truex 也強調，與外國學者共同研究的中國學者，以及與

外國學者交流的中方人員，面臨官方「關切」的風險更高。 

報告強調，中國對學術自由的箝制，已構成外國學者在中國從事

研究工作的障礙。研究種族、宗教、人權等敏感議題的研究者，更可

能在獲取簽證上遇到困難。其他主題包括環境、中國的對外關係和性

別等研究也存在此問題。 

據調查，研究中國的學者以各種方式調整研究策略，以避免引起

中國當局不必要的關注。近一半（48.9％）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中國

使用不同的語言來描述研究。近四分之一（23.7％）將研究的焦點從

最敏感的方面轉移，而 15.5％的受訪者表示完全放棄了研究。只有

1.6％的受訪者以匿名形式發布研究。 

雖然大多數（68％）受訪者認為研究中國的學者自我審查是中國

研究領域的一個問題，但 Greitens和 Truex指出，他們的調查數據也

挑戰了自我審查的定義及主張，其引發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利己的野心

（self-interested careerism）。受訪者強調慎重（discretion）是中國社

會科學研究的必要倫理原則，因為與外國學者交流的中方人員可能會

不平衡地承擔參與敏感性研究的負面後果。 



 

 

當被問及如何應對中國敏感性研究時，受訪者強調了傾聽中國同

事的建議、保護研究對象和對談者的重要性。 

Greitens和 Truex表示，研究中國的學者經常「保持低調」，不僅

是為了避免在短期內捲入來自中國政府的麻煩，而是在學者整個職業

生涯中培養在中國進行研究的能力，從而創造長期的知識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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